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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仪式观” 理论研究的四大面向及主要争议

———基于国内学者期刊论文的分析

鲍　 静

摘　 要： 综观 ２００５ 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即 “传播仪式

观” 的基础理论研究与以 “传播仪式观” 为方法论的新闻与传播现象分析。 这些研究使得学界的理解逐

渐准确， 视角逐渐扩展， 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但是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还存在不少缺憾。 文章以求同存

异为原则， 通过探寻 “传播仪式观” 基础理论研究的四大面向 （理论渊源、 概念辨析、 研究方法、 研究

内容） 及关键争议， 直面研究中的现实难题， 为仪式观的进一步深入探究提供理论观照和学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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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一种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 其传播面广、 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 从 １９ 世纪末到今天，
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相关研究从未停止过， 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十分重视对于

仪式的研究。 但是仪式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 包含了人类学、 社会学、 宗

教学、 历史学、 文学等诸多学科， 它们相互交叉， 错综复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

物詹姆斯·Ｗ·凯瑞提出了 “传播的仪式观” （Ａ Ｒｉｔｕ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他对于这一理论的主

要阐述都收录在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和 《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１］两篇文章当中。 他反思了当时美

国主流传播学的 “传递观”， 从 “生物学、 神学、 人类学、 文学” ［１］（１０） 等知识材料中另辟蹊径， 提出有

必要对于传播进行重新思考， 他采用了 “仪式” 的视角， 表达了 “传播更多的是一种仪式， 而不是传

递或运输” 的观点。 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时传统的美国传播学研究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占据

主流的现实下， 开辟了一条相对新鲜的研究路径， 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自此之后， 以 “传播仪式观” 为视角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 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探讨的新兴课题，

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从侧面证明了这一领域的独到之处。 就国内而言， 相关研究肇始于 １９９４ 年， 潘

忠党发表 《传播媒介与文化：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 一文，［２］这是国内最早提及 “传播

仪式观” 的论文。 遗憾的是， 作者的研究重点并不是 “传播仪式观”， 因此当时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

注。 ２００５ 年，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 论文集》 一书在国内出版， 成为凯瑞及其 “传播

仪式观” 被系统译介到国内的开端。 此后， 有关凯瑞仪式观研究的论文和书籍相继发表和出版， “传播

仪式观” 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笔者以 “传播仪式观” 和 “仪式传播” 为主题检索词， 对 ＣＮＫＩ 数据库进行检索， 分别得到相关期

刊论文 １７７ 篇和 １６６５ 篇。 在此基础上， 笔者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 将研究范围集中在核心期刊上， 并

以作者学术影响力和来源期刊影响力为依据， 获得与凯瑞 “传播仪式观” 理论研究密切相关的论文 ５８
篇。 综观 ２００５ 年以来的国内学者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研究， 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１） “传播

仪式观” 的基础理论研究 （在本文确定的 ５８ 篇样本文献中， ３７ 篇以此为主要研究内容）； （２） 以 “传
播仪式观” 为方法论的新闻与传播现象分析 （在本文确定的 ５８ 篇样本文献中， ２１ 篇以此为主要研究内

容）。 通过这些研究， 学界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理解逐渐准确深化， 传播研究的视角得以逐渐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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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不少缺憾， 尤其是 “传播仪式观” 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存

在各方观点纷繁芜杂、 部分概念混淆不清等情况。 为此， 本文以求同存异为原则， 通过探寻 “传播仪

式观” 基础理论研究的四大面向 （理论渊源、 概念辨析、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及关键争议， 直面研

究中的现实难题， 为仪式观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观照和学术参考。

一、 理论渊源： 韦伯、 涂尔干、 格尔茨、 杜威、 英尼斯等

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提醒我们要从起源上去理解事物， 这能使我们抓住事物的本质。 我们追溯

“传播仪式观” 的理论渊源， 除了凯瑞主动提出的思想源泉， 还包括作者并未明言却对其产生影响的思

想体系。
在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一书中， 凯瑞明确提出他从何处获得全新的传播研究

视野。 这当中既包括早期的社会学家 “韦伯、 涂尔干、 托克维尔、 赫伊津赫” 等人的著作， 也包括了

“当代思想家肯尼斯·伯克、 休·邓肯、 阿道夫·波特曼、 托马斯·库恩以及克利福德·格尔茨” 等人

的思想。 当然， 凯瑞认为其最主要的思想还是源自芝加哥学派， 包括杜威和他的同事及后人 “米德、
库利、 罗伯特·帕克以及欧文·戈夫曼” 等人的传播社会思想。［１］（１２） 而国内洪杰文、 刘建明、 郭建斌、
韩瑞霞、 胡翼青等学者基本依循凯瑞本人提出的这一理论溯源展开详述。

结合凯瑞自身的说法， 洪杰文、 刘建明两位学者推断， 韦伯的文化观、 涂尔干的宗教仪式观、 托克

维尔的美国民主观、 赫伊津赫的中世纪社会生活仪式观、 伯克的现实符号建构观、 邓肯的符号社会功

能观、 波特曼动物外观的生物学价值观、 库恩的科学符号观、 格尔茨的文化观等奠定了仪式观的思想

基础。［３］郭建斌通过对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整理， 发现凯瑞划分传播的两种观念 （传递观和仪式

观） 分别基于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这两种思想源流。 在比较生产、 文本和活生生的文化三种不同

的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 郭建斌提出凯瑞研究的起点是从英国文化研究开始 （其被认为是基于生产的

研究， 以威廉斯和霍尔为代表）， 落脚点在活生生的文化研究上 （这一研究方式在格尔茨的著作中得到

充分阐述）， 这一研究方法打通了英国文化研究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之间的联系。［４］ 洞悉这点， 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凯瑞为何会提出 “传播仪式观” 的视角。
样本文献中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凯瑞受到格尔茨等人的影响， 但是对于影响的具体内容却没有深

入探究。 凯瑞在 《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一文中曾经对于格尔茨的 《文化的阐释》 进行了评价与解释，
回顾了其研究进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许多学者， 如樊水科、 胡翼青、 吴欣慰等人据此提出了凯瑞的

思想受到格尔茨解释人类学思想的启发。 樊水科提出， 凯瑞的文化观念以及对于文化的历史阐述来源

于格尔茨， 格尔茨的这些思想则是从韦伯那里继承过来的。［５］ 在凯瑞受到格尔茨影响这一点上， 胡翼

青、 吴欣慰也表示认同， 但是， 他们通过更深层次的分析指出， 格尔茨的社会控制的思想对凯瑞的影

响更大。 格尔茨人类学中的文化取向并没有得到凯瑞的关注， 相反完全被他忽略， 格尔茨对于文化社

会意义的强调才是凯瑞关注和阐述的对象，［６］这样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凯瑞在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一文的开篇就提出， 他的思想受约翰·杜威的影响至深， 凯瑞关

于传播观和仪式观的划分的思想来源就是杜威。［１］（３）杜威曾经提出的西方人思想中对于传播的不同定义

启发了凯瑞， 凯瑞也自称自己的传播观受到了杜威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和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

然， 胡翼青、 吴越两位学者认为， 凯瑞过分强调杜威的作用是为了建构美国文化研究的合法性， 他们

认为凯瑞的仪式观是伯明翰的思想而不是杜威的思想， 理由是凯瑞的仪式观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交

流与传播， 这种对于文化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强调显然与杜威格格不入，［７］这样的观点可谓犀利。
除了杜威， 米德、 库利、 罗伯特·帕克、 欧文·戈夫曼等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思想对凯瑞的传播

仪式观亦产生过影响。 芝加哥学派强调社会的凝聚和整合功能， 强调传播作为符号互动活动促进个体

的社会化过程。 库利的 “镜中我” 概念、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等都给凯瑞的传播

仪式观带来过灵感。 此外， 凯瑞十分推崇哈洛德·英尼斯， 他对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二分法， 基

本上复制了英尼斯关于媒介—社会的空间偏向和实践偏向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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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源流问题， 基本可以从凯瑞自身的表述及其思想体系中看出端倪， 但是凯瑞并未明示的

思想源头有哪些？ 我们不妨从凯瑞的生平和著述、 演讲入手， 了解其思想体系， 并进一步明确其思想

源头。 例如， 邵培仁、 姚锦云从理论建构的视角分析凯瑞建构 “仪式观” 理论的资源， 他们指出凯瑞

的理论建构使用了 “理论” 层次的资源 （西方基督教生活中的 “仪式” 观念） 和 “理论的理论” 层次

的资源 （荣格的 “原型” 观念），［８］这是一种从思想传统、 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入手分析的视角， 它不仅

帮助我们理解仪式观是如何从思想转化为理论的， 更重要的是给我们进行思想渊源追溯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向。 此外， 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胡翼青、 吴越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的牵连入手， 分析了

凯瑞建构 “杜威—李普曼” 之争的真实目的是证明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合理性，［７］（４９）作者对于历史材

料抽丝剥茧， 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表象背后的真相。 尽管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是这种追根究

底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于我们追溯理论渊源十分有益。 我们应该结合凯瑞所处时代的学术实际，
对于凯瑞提出这些思想源头背后的真实原因进行深度挖掘， 从而大大拓展 “传播仪式观” 的理论研究

视野。 另外， 我们还可以尝试将凯瑞与同时代的学者进行横向比较， 从而了解其理论来源的不同。 例

如， 韩瑞霞通过追寻格罗斯伯格和凯瑞的不同的学术背景、 研究经历、 见解观点， 分析比较了美国传

播的文化研究路径的两种不同选择， 捋清了凯瑞的学术思想渊源。［９］ 当然， 思想源头不一定是来自某位

特定的学者， 可以是一种时代观念、 一个学术流派甚至是一种人生经历。 我们追溯凯瑞仪式观的思想

源流， 应该在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去考察， 无论是历时性的纵向梳理还是共时性的横向比较， 都

可以为我们所用。

二、 概念辨析： 仪式传播、 媒介仪式、 传播仪式观

在仪式传播研究领域， 有着三个非常相似的术语， 即 “仪式传播”、 “媒介仪式” 和 “传播仪式

观”。 表面上看区别不大， 但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却大相径庭。 逻辑起点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其学术重点

和研究方向的巨大分野。 凯瑞曾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 学术研究的起点常常决定了学术研

究的终点， 选择什么样的传播研究立脚点， 事关其后的分析路径是否正确。［１］（１０） 因此， 我们十分有必要

对基础概念进行辨析。
对于如何辨识 “传播仪式观” 与 “仪式传播” 两个概念的问题， 郭建斌、 胡翼青、 刘建明、 樊水

科等学者都对此有过深入探讨。 朱杰等学者对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 “仪式”、 “传播” 等概念做过探

讨，［１０］当然， 更多的学者则是直接将传播仪式观作为方法论， 并没有具体从概念辨析入手进行分析， 即

使涉及到概念部分也大多语焉不详。 究竟如何理解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樊水科和刘建明两位学者

的商榷论文具有代表性。 两位学者都同意我国学术界存在对于 “传播仪式观” 误读误用的情况， 但是

两位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对于 “仪式” 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关系问题上。
樊水科认为， “传播仪式观” 是从 “仪式” 的角度理解传播， 而 “仪式传播” 则是将仪式作为传

播的手段理解 “仪式” 本身的传播，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作者的主要论据在于对国内 “仪式传播”
研究历史的考察。 樊水科通过梳理本土 “仪式传播” 的研究历程， 发现本土的学者在研究 “仪式传播”
时重点指涉的对象是关于仪式本身的一些传播现象， 这类传播现象和凯瑞提出的 “传播的传递观” 中

的那一类传播现象本质上是相同的。［５］（３２）而凯瑞的 “传播仪式观” 却是一种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是从历

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传播行为， 是为了有别于 “传递观” 而提出的概念。
刘建明则认为， “仪式” 一词在 “仪式传播” 和 “传播仪式观” 中的含义是一样的， 只不过 “仪

式传播” 的外延包含了 “传播仪式观” 的外延。 作者列举了美国学者罗森布尔在 《仪式传播》 一书中

对于 “仪式传播” 的解读， 罗森布尔认为 “仪式传播” 既包括了 “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 又包括了

“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 刘建明认为， “传播仪式观” 与 “仪式传播” 一样， 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它

涵盖了大众的、 人际的传播方式； 包含了生活中、 宗教上和文化人类学的仪式概念。 此外， 他还细致

分析了戴杨、 卡茨、 塞拉、 科尔蒂等人的著作， 认为应该将 “媒介仪式” 纳入到 “仪式传播” 的研究

范畴中来。［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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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两大重点研究领域， “媒介仪式” 和 “媒介事件” 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对其内涵、 外延及历史渊源的研究也是不少学者探讨的焦点。 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与 “传播仪式观”
的关系问题， 相关论文则较为鲜见。 郭建斌和刘建明两位学者的论文较有代表性。 郭建斌选择了戴杨

和卡茨的 《媒介事件》、 詹姆斯·凯瑞的 《作为文化的传播》 作为主要论据， 他明确了 “媒介仪式”
的概念， 认为它属于 “新闻事件” 的范畴， 只是被大众传播媒介 “记录” 或 “包装” 后传达着 “仪

式” 或具有 “仪式意味”。［１２］他认为， “媒介仪式” 和 “传播仪式观” 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 与

其类似的是， 刘建明在分析 “媒介仪式” 的概念时， 也细致比较了其与 “媒介事件” 的差异与关

联。［１３］他在援用戴扬与卡茨对 “媒介仪式” 的解读的同时， 又参照了英国传播学者寇德瑞对于 “媒介

仪式” 的表述， 并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比较了 “媒介仪式” 与 “媒介事件” 的关联与不同。 总结其观

点， 从内涵上来讲， 媒介事件属于媒介仪式的典型事例， 而从外延上看， 媒介事件由媒介仪式构成。
所谓疑义相与析， 学者们各抒己见， 见仁见智， 有助于打开和拓展研究思路。 当然， 对于基本概念

的辨析并非止步于此， 概念是一切理论的起点， 通过分析与 “传播仪式观” 邻近的其他概念， 描绘其

形成发展的知识地图， 对于我们理解 “传播仪式观” 的具体指涉意义重大。 首先， 我们需要清楚 “仪

式”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从人类学、 社会学、 宗教学、 历史学、 文学的视角去了解， 辨析其与传播学

层面的 “仪式” 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 要想进一步深化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理解， 辨析其与 “媒介

仪式” 以及 “媒介事件” 的相互关系， 我们还需要广泛参阅国内外学者对于 “媒介仪式”、 “媒介事

件” 的研究成果， 将其与 “传播仪式观”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三、 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 反文化研究

面对当时美国传播学领域盛行的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效果研究传统， 凯瑞深表失望。 他十分尖锐

地批评这种行为主义与功能主义占据主流的范式已经 “黔驴技穷”、 是 “经院式的东西”、 “裹足不

前”。［１］（１０）另外一方面， 凯瑞破旧立新， 试图从仪式观的视角重新界定传播， 这也带来了传播学研究方

法的全面改观。
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研究方法问题， 韩瑞霞［９］ 、 王晶［１４］ 、 闫伊默［１５］ 、 米莉［１６］等学者都基本认同

凯瑞采用的是文化研究的方法。 当然， 有的学者强调阐释， 例如米莉等； 有的学者强调文化分析、 符

号批判、 社会建构等人文方法， 例如闫伊默等。 凯瑞在 《作为文化的传播》 一书中曾经也提到了传播

学研究的三种策略， 传播学被分别作为行为科学、 正规科学和文化科学来进行研究， 其研究方法也对

应为对规律、 结构和意义的研究。［１］（３１）凯瑞的仪式观显然偏向第三种。 他主张将传播学作为文化科学来

研究， 阐明其意义。 这种文化研究不是预测人类的行为， 而是诊断人的意义。 不同于行为科学的看重

经验以及正规科学的 “空中楼阁”， 文化研究来自于 “经验世界”。 有些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凯瑞采用的

是阐释的、 批判的、 历史的研究方法， 他们在凯瑞的书中找到佐证——— 《作为文化的传播》 中总统激

励未来的仪式和以电报为个案探讨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例子。 此外， 关于文化研究中阐释的研究方法，
王晶的观点较有代表性， 他认为， 凯瑞所提及的阐释研究方法， 并不等同于格尔茨的 “深描”， 尽管其

受格尔茨的影响颇深， 但是却超出了格尔茨的研究视野。 此外， 王晶还认为， 凯瑞引入了伊尼斯的历

史性、 批判性的研究方法， 但是对其中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成分却有所削弱。［１４］（３２）

胡翼青详细论述了凯瑞提倡的文化研究方法。 他提出， 凯瑞从方法论而不是认识论的范畴理解文

化研究， 因此， 凯瑞所采取的文化研究基本就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对立面， 这点可以从其研究对象、 研

究方式、 研究情景、 研究目的中看出端倪。［７］（４９） 但是，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胡翼青、 吴欣慰在 ２０１５ 年

的一篇论文中却不赞同凯瑞的思想就是一种远离结构性功能性的研究， 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 从表面

上来看， 凯瑞似乎是从人类学中借鉴了仪式的文化内涵， 但是仪式最终被凯瑞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

段加以强调。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美国传统实用主义立场的复活， 而并非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
尽管凯瑞提出反对结构功能主义， 但是事实上他却激活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控制观， 目的和结构功能

主义一样， 是为了维护美国现有的社会秩序， 从这个层面来讲， 它离文化研究的内涵甚远， 是结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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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义的一种转型， 甚至是反文化研究的。［６］（１１２）

凯瑞提出 “传播仪式观” 受到跨学科领域和不同区域的影响， 其研究方法呈现出了多元复杂的特

点。 对于凯瑞采用了何种研究方法以及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形式， 我们应该放在美国文化研究的具体

语境中去考察。 既不能人云亦云、 盲从权威， 也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不顾历史真实， 更不能走向极端

而反对一切意义的建构。 学者们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于凯瑞究竟是文化研究还是反文化研究

我们还存有不少疑问，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 研究内容： 类比、 实质

在术语辨析、 理论渊源追溯和研究方法确立之外， 对于 “传播仪式观” 本身的理解也是学者们关

注和争论的焦点， 主要体现在如何解读 “传播仪式观” 与 “传播传递观” 的关系以及传播仪式究竟是

类比还是实质的问题上。
凯瑞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界定是建立在与 “传播传递观” 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郭建斌根据凯瑞

的表述分别从隐喻、 角色、 意涵、 传播成功的标准以及功能五个方面来比较两种传播观的差异和各自

特点。［４］（８）这种比较被后来的学者广泛认同并采用。 后来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上， 从描述词语、 宗教观、
目的、 符号功能、 研究前提、 学术传统、 意义、 关注重点和研究方法等视角提炼并比较了传递观和仪

式观的不同。［１７］但是， 存在争议的是， 有的学者将两种传播观点完全对立起来， 而有的学者则指出两者

并不需要彼此否定。 郭建斌认为， 从凯瑞后来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 凯瑞认为两种传播观不需要彼此

否定也不能彼此否定， 他们具有的是范式层面的差别。［４］（８） 刘建明、 徐开彬认为凯瑞提出 “传播仪式

观” 的主要目的是对传递观的纠偏， 凯瑞将传递观视为仪式传播的低级版本或根本就加以否定。［１８］ 但

是， 刘建明在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论文［１３］（６４）中则认同了郭建斌的观点， 认为传递观与仪式观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 是硬币的两面。 同时， 他进一步指出， 凯瑞是认可传递观的存在的， 其不认可的是传递观在人们

思想中所占据的主导位置。
在对 “传播仪式观” 的理解上还存在一个较大的争议———传播的仪式究竟是一种类比还是一种实

质。 郭建斌、 刘建明等学者分别以商榷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 郭建斌援引人类学家格兰姆斯

的观点， 指出凯瑞仅仅是把传播类比为仪式， 这并不是说传播就是一种仪式。 此外， 郭建斌还提到一

个关键词 “隐喻”， 他认为 “传播仪式观” 在人类的传播现象中属于隐喻层面的问题。［１２］ 刘建明显然不

同意关于 “传播仪式观” 是 “类比” 和 “隐喻” 的说法， 他明确提出， 在凯瑞的 “传播仪式观” 中，
“仪式” 不仅是传播的类比， 也是传播的实质。 他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传播是 “类比” 和 “隐喻”
这一说法的由来。 从凯瑞对传递观的态度、 对于仪式观的界定、 思想渊源以及传播与仪式的关联四个

方面来论证 “传播就是一种仪式”， 这两者之间是等同而非类比关系。［１３］

笔者认为 “传播仪式观” 的研究内容是其理论的核心， 对于我们开展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有

着重要的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我们不但要弄清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区别， 更需要从两者的传播过程、 影

响传播过程的诸多要素等内容入手进行深度剖析。 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理解问题， 可以和理论溯源、
概念辨析、 方法确认放在一起进行考证， 通过整合并比较分析各方论点， 逐渐深化对于 “传播仪式观”
的准确理解， 从而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传播。

总而言之， 对于凯瑞的仪式观， 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有人被其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

语言所折服， 有人却对其实践运用和理论发展持悲观的态度。 比如， 国外就有学者认为仪式观忽视了

权力等主要因素， 是极其幼稚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还有学者批评凯瑞的仪式观只是方法论上的文化研

究， 难以付诸实际研究， 而且凯瑞本人在提出这些观点之后也并未以此为方法论进行过任何一项研究。
相比较而言， 站在其对立面的实证主义尽管饱受诟病， 却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事实上， 在国外， 凯瑞的仪式观启发了公共新闻的创始人， 其对于公共新闻的兴起和实践起了重要

的指导意义， 因为传播的仪式功能和传递功能的区分在新闻业的产出中同样存在。 凯瑞是公共新闻运

动主要思想家泰德·格拉瑟 （ Ｔｅｄ Ｇｌａｓｓｅｒ）、 克里夫·克里斯坦 （Ｃｌｉｆ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和约翰·普利 （ Ｊｏ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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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ｙ） 的论文指导老师， 同时他也极力推崇公共新闻最重要的学者杰伊·罗森 （ Ｊａｙ Ｒｏｓｅｎ）。 凯瑞还经

常参与制定公共新闻运动的标准。［１９］当然， 凯瑞仪式观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国外的学者曾经掀起过用仪

式观研究指导实践的潮流。 而在国内， “传播仪式观” 的研究方兴未艾， 仪式观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广泛

运用于节日文化、 新闻实践以及音乐、 戏剧、 影视、 品牌、 广告等各个研究领域。 比如郭讲用［２０］ 、 魏

昀［２１］ 、 钱广贵［２２］ 、 任拯廷和余毅［２３］ 、 张方敏［２４］ 、 李昌［２５］ 等学者的论文均有对传播仪式观的研究或视

角切入，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然，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 还存在不少成果良莠不齐的情

况， 但是也证明了 “传播仪式观” 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传播学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的理论不能断章取义，
也不能移植照搬，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 我们除了需要跨学科阅读大量社会学、 人

类学中关于仪式分析的相关文献之外， 更重要的是需要结合中国的语境和实际情况来展开更有针对性

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美］ 詹姆斯·Ｗ·凯瑞 􀆰 作为文化的传播 ［Ｍ］ 􀆰 丁未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３－３１􀆰
［２］ 潘忠党 􀆰 传播媒介与文化：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 ［ Ｊ］ 􀆰 现代传播， １９９６ （０５）： １２􀆰
［３］ 洪杰文， 刘建明 􀆰 “传播的仪式观” 的思想渊源探析 ［ Ｊ］ 􀆰 新闻与传播评论， ２０１４ （００）： ２０６􀆰
［４］ 郭建斌 􀆰 理解与表达： 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 ［Ａ］ 􀆰 ２００６ 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 （ Ｉ） ［Ｃ］ 􀆰 ２００６ （０８）： ８􀆰
［５］ 樊水科 􀆰 从 “传播的仪式观” 到 “仪式传播”： 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１ （１１）： ３２􀆰
［６］ 胡翼青， 吴欣慰 􀆰 再论传播的 “仪式观”： 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 ［ Ｊ］ 􀆰 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０５）： １１２􀆰
［７］ 胡翼青， 吴越 􀆰 凯瑞的 “仪式观”： 美国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 ［ Ｊ］ 􀆰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１４ （０６）： ４９􀆰
［８］ 邵培仁， 姚锦云 􀆰 从思想到理论： 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 ［ Ｊ］ 􀆰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０４􀆰
［９］ 韩瑞霞 􀆰 格罗斯伯格和凯瑞的差异———美国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的两种选择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１ （０９）： ４７－５２􀆰
［１０］ 朱杰 􀆰 仪式传播观浅议 ［ Ｊ］ 􀆰 当代传播， ２００７ （０２）： １８􀆰
［１１］ 刘建明 􀆰 “传播的仪式观” 与 “仪式传播” 概念再辨析： 与樊水科商榷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３ （０４）： １６８􀆰
［１２］ 郭建斌 􀆰 如何理解 “媒介事件” 和 “传播的仪式观” ———兼评 《媒介事件》 和 《作为文化的传播》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４ （０４）： ６􀆰
［１３］ 刘建明 􀆰 “仪式” 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５

（１１）： ６４􀆰
［１４］ 王晶 􀆰 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 ［ Ｊ］ 􀆰 当代传播， ２０１０ （０３）： ３２􀆰
［１５］ 陈力丹 􀆰 传播是信息的传递， 还是一种仪式？ ———关于传播 “传递观” 与 “仪式观” 的讨论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０８

（０８）： ４７􀆰
［１６］ 米莉 􀆰 传播仪式观： 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 ［ Ｊ］ 􀆰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０３）： ８９􀆰
［１７］ 天地游心 􀆰 传播的仪式观： “媒介中心论” 的情结？ ［ＥＢ ／ ＯＬ］ 􀆰 新浪博客， ２０１１－７－７􀆰
［１８］ 刘建明， 徐开彬 􀆰 “仪式” 作为传播的隐喻之原因探析 ［ Ｊ］ 􀆰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０４）：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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